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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湖南地方权势的转移与集中 

——以长沙府为例 

胡忆红 王毓伟
1
 

【摘 要】：清代长沙府由人烟稀少的重建之地,崛起为湖南乃至全国“重镇”,与湖南各府州政治、文化、经济

等权势的转移与集中紧密相关。顺康时期,湖南地方权势相对均衡地分布于各府、州,但随着重建的开展,新的权势

格局已萌芽。雍乾时期,由于湖广分闱、湖南建省以及“一口通商”下占据南北商贸重心的位置,湖南逐渐形成了以

长沙府为全省中心,以衡州府为湘中南中心,以常德府为湘北中心,以辰州府为湘西中心的层级中心体系。嘉道时期,

湖南政治权势继续向长沙府集中,文化权势呈现出高度集中于长沙府的面貌。咸同以后,长沙府发展为晚清政治、文

化重镇。甲午战争后,长沙府工商业发展迅速,经济优势集中,实现了从政治、文化型区域向综合型区域的转变,在湖

南乃至全国都极具影响力。 

【关键词】：清代 长沙府 权势转移 

长沙府在清初发展条件有限,但在晚清整体实力增长迅速,几乎能与江浙发达地区的强府并驾齐驱,这不能不引人深思。纵览

清代长沙府的兴盛史,诸多契机的降临加快了其发展的步伐,而如何看待这些契机所造就的历史现象,并将它们联系起来分析长

沙府的发展之路,是研究区域史应有的题中之义。当前有关清代长沙府的学术性研究成果,多是平面性的叙述,缺乏立体性的深入

论证,更未能将其地域特色凸显出来。从长时段和整体史上看,清代长沙府的研究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其崛起史作为系统研究的

基础和关键,应得到重点书写。“权势转移”是当前学术界一个热点词汇,中外学者对此展开了诸多论述,成果颇丰。围绕长沙府

崛起阐析清代湖南地方权势转移,是一个十分有趣且富有意义的题目。 

一、顺康时期湖南的重建与府州均势 

清廷入关后,以“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1]之说,向天下宣告其具有正统地位且锐意革新。顺康时期满汉矛盾

较为突出,清廷对于自身的统治有很深的危机感。为更好地管控整个国家,清廷对地方军政格局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于湖南添设诸

多官职。在朝廷政策的主导下,湖南在全国的存在感提升。然而,区域发展并非一蹴而就,顺康时期的湖南并未建省,社会经济处

于重建状态,文教处于落后水平,湘西部分地区仍为土司的“独立王国”。此时的湖南缺乏权势中心,地方权势相对均衡地分布于

各府、州。 

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清朝从入关伊始,就对统治存在着不安全感。为保国祚延绵,清廷一方面全力进攻南明政权,

一方面注重在全国细化辖区,广设督抚,分化权力。湖广省辖区广阔,军政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江汉若带,衡荆作镇,洞庭、云梦

为池,衡邻岭左,永接桂林,郧阳绾兴元之口,荆州受蜀江之末,辰沅南引六诏,襄德北枕河洛,郴走闽粤,长沙界江右,蕲州与九江

安庆三方鼎立,中国之地,四通五达,莫楚若也”
[2]
。从国家稳定的角度考虑,将湖广省一分为二,对于清朝而言是一个较为稳妥的

举措。在顺治朝用兵湖南的阶段,湖南独立性已得到凸显。一是随着清朝对南方剿抚并用策略的推进,延设的偏沅巡抚不再是单

一性质的军事长官,还兼理民政事宜。顺治十一年(1654)至顺治十八年(1661),偏沅巡抚袁廓宇“招抚流亡,兴学戢兵。所在赈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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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其配偶,孑遗之民赖以安全。当积乱后,惨死者遗骼满路,廓宇收瘗城东,且制文祭之”[3]。此后,偏沅巡抚并未因湖南偃兵息甲

而裁撤,反而朝着区域行政长官的角色演变,表明清廷有意在行政上将两湖分化。二是顺治十年(1653)至顺治十二年(1655),为开

垦湖南荒地,清廷曾设立湖南兴屯道,下辖武昌、岳州、长沙、衡州、常德、宝庆、永州、辰州八府和靖、郴二州。湖南兴屯道

虽然很快被撤销,但它的设立,意味着清廷在经济层面上有意将两湖分化。 

偏沅巡抚在清初湖南政治格局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其驻防地可视为湖南军政要地。顺治前中期,湖南区域在清朝与南明之

间反复易手,被确立为偏沅巡抚驻地的沅州长期为南明占据,偏沅巡抚未能到达沅州办公,而是在衡州府、宝庆府、长沙府之间来

回迁镇。顺治十五年(1658),袁廓宇会同洪承畴率军攻下沅州城,始“驻节沅州,兼领偏桥”[4]。随着湖南战事短暂停止,偏沅巡抚

的军事职能减弱,建设地方的行政职能增强。然沅州地处偏僻,经济落后,充当大军驻地尚可,却无法作为统筹规划湖南地域军政、

民政事务的“大本营”。曾充当洪承畴驻师之地且地理位置良好、开发已久的长沙府进入清廷视野。康熙三年(1664),清廷将湖

南地域确定为“长、宝、衡、永、辰、常、岳等七府,郴、靖二州”[5],四月令原驻湖北武昌府的湖广右布政使(康熙六年(1667)

改为湖南布政使)移驻长沙,闰六月令偏沅巡抚亦移驻长沙,还于长沙添设按察使。至此,湖南地域兼有财政、行政、司法长官,渐

具行省之实。长沙府作为诸长官的驻地,也渐有湖南地域政治中心之势。吴三桂之乱中,长沙府的“政治中心”化的进程被迫中

断。战事结束后,偏沅巡抚等继续于长沙办公,主持湖南地域重建各事。经过顺康时期的动荡,长沙府在湖南的政治地位逐渐得到

凸显。 

值得注意的是,顺康时期长沙府尚未成为湖南权势中心。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湖南地域尚未有行省之名。两湖合闱乡试以及百姓对两湖分化的认可度有限,使得“湖广省”依旧被广泛使用,“湖南

省”还未出现在顺康时期的官方文书中。因尚未有“湖南省”,自然长沙府也未有“省府”之名。名不正,则长沙府的“省府”

威信度较为有限。 

其二,长沙府实力尚非强大。长沙府虽有巡抚、布政使等官驻扎,行政级别看似有所提高,但政治影响力没有根本性改变。而

且,长沙府的军事地位有所下降。顺治四年(1647),清廷改长沙镇为长沙协。康熙五年(1666)又将长沙协进一步缩编,只设副将以

下将领 15 人,兵员从 1052 名缩减为 1012 名。偏沅巡抚在向行政长官转型的过程中,军事职能进一步削弱,康熙二十一年(1682)

裁偏沅巡抚下辖的中营游击及额兵 1500 名。[6]又因长期战乱影响,长沙府人口损失严重,经济尚处重建中。三藩之乱后,康熙诏令

“恤兵养民,布宣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7]。大批移民进入长沙府垦荒和商贸,长沙府经济渐有起色,但因以自然经济为

主导,其整体经济实力仍较为有限。 

其三,常德府、岳州府对长沙府的地位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常德府、岳州府的文官级别虽不及长沙府,但总体发展水平与长

沙府相似,且军事实力稍具优势。常德府“控引巴蜀,襟带洞庭,为往来滇黔舟车要道”[8]。作为湘西北门户,常德府极受清朝统治

者重视。顺治初年,清朝就设常德局铸造铜钱,以做军资。在吴三桂之乱中,常德府的军事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康熙二十三年(1684),

为钳制西南诸省,清廷将“湖广提督移驻常德府城”[8]。湖广提督下辖四镇、十二协、五营提标,为湖广地区绿营最高长官。此官

驻扎于常德府,奠定了常德府军事重镇的地位。 

岳州府为两湖地区最重要的关隘,康熙帝在吴三桂之乱时断言“岳州乃湖南咽喉,如岳州克复,则常德、长沙之贼断难屯踞;

荡平之绩,指日可期”[9]。因战略地位重要,清朝除在岳州府设有岳州协外,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裁辰州水师,改设岳州水师

营”
[10]

。除此之外,两湖合闱对于湖南整体文教的发展有着不利影响,但是岳州府、常德府却因此而在湖广乡试中相较于湖南地

区其他府、州具有一定的地缘优势。顺康时期,湖南为数较少的举人及进士,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长沙府、岳州府、常德府三足

鼎立的状态。从军事、文教角度考虑,常德府、岳州府确实对长沙府的地位有所冲击。 

其四,顺康时期,湖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政治独立性较强。清初对归附的永顺、桑植、保靖等十八土司地区,依照明代旧制,

令土司领职如故,民俗依旧。湘西土司凭借政治特权,多行不法之事,且在战争环境下,多有叛清之举。康熙后期,清朝开始着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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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土司问题。康熙四十六年(1707),裁革五寨、筸子坪长官司,将二长官司辖地并入凤凰、乾州二地,开始在湖南改土归流。[11]对

未设土司的“苗疆”地区,康熙帝“勒令归诚,设立州县”[12],以武力强行开辟“苗疆”。总体而言,顺康时期湘西少数民族地区

的政治特殊性依旧存在,较少受到偏沅巡抚等流官政令的影响,与长沙府的政治联系较少。 

至康熙中后期,长沙府在湖南地域内渐有政务中心之实,但综合政治名分、经济、军事因素而论,长沙府的优势并不明显,常

德府、岳州府等地亦具有一定的权势。康熙后期,湖南进入发展瓶颈期,政治上的有实无名、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科举上的困境

都是湖南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随着清廷着手应对这些湖南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湖南地方权势格局在悄然间已经发生着变化

与调整,新的权势格局也已萌芽。 

二、雍乾时期湖南地方权势重组与层级中心的形成 

雍正、乾隆两朝承续康熙朝的治世之道,采取休养生息,湖南各项事业也渐有起色,分闱与彻底建省得以实现,整体权势逐步

抬升。与此同时,境内各府、州发展差距拉大,地方权势转移、集中至少数地区。依照文化、政治、经济等权势因素的集中程度,

湖南地方权势呈现出层级分布的态势。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湖南落后的科第地位愈发地与其发展不相匹配。雍正元年(1723),清廷谕令,“于明春即分湖

南、湖北两闱考试”[13],并诏令“分湖北、湖南乡试额,湖北中式五十名,副榜十名,湖南四十九名,副榜九名,武举各二十五

名”[12]。湖广分闱是湖南科举史上的重要事件,一方面保障了湖南中举名额,每科中举人数基本超过四十五人。另一方面乡试贡

院设于长沙,方便了湖南士子赶赴乡试,极大地提高了湖南地区的科举热情。湖广分闱后,湖南各府州厅之间的科举水平出现明显

的差距,长沙府进士人数冠绝湖南。 

表 1雍正至乾隆朝湖南各府州厅进士分布 

府州朝代 长沙府 衡州府 岳州府 常德府 永州府 宝庆府 郴州 澧州 辰州府 桂阳州 沅州府 

雍正 22 11 2 1 4 1 0 0 1 0 0 

乾隆 70 21 8 7 4 4 5 4 3 2 1 

合计 92 32 10 8 8 5 5 4 4 2 1 

 

由表 1可知,自雍正朝始,长沙府与省内其他府州的差距不断拉大,其他府州的进士总数尚不及长沙府一地。老牌科举强府的

常德、岳州府因分闱后地缘优势丧失,数量大幅下滑。临近长沙府的衡州府此时凭借地缘关系进士人数增多。宝庆府、永州府的

科举有所恢复和发展。改土归流后,尽管清廷和湖南省都有意识地发展湘西、湘南的文教事业,但受经济水平、文风等影响,这些

府、州、厅并未能在乡试、会试中取得好成绩。靖州、永顺府无进士,沅州府只 1 名进士,湖南边远地区科举的落后程度可见一

斑。故而,湖广分闱后,湖南科举依照进士数量的多寡,呈现出层级分布的状态。长沙府独处最高层次;衡州府独处第二层次;岳州

府、常德府、宝庆府、永州府可归为一层次;广阔的湘西、湘南大部分地区均属于进士稀少的科举不兴之地。科举作为清代文人

求学入仕的必经之路,其强弱状况与地方文化权势的强弱程度相一致。故而,湖南地方文化权势出现层级分布的格局。 

湖广分闱是湖南成为一个独立行省的关键。郭嵩焘直言:“湖南之建行省,自分闱始也。”[14]湖南建省后,清朝通过确定官缺

等级、改土归流、重划政区等制度层面的措施强化对湖南省的管控。结合行政长官、军事长官驻扎情况,以及地域内的家族势力

情况等因素综合考量,雍乾时期,湖南政治权势呈现出集中分布于长沙府、衡州府、辰州府、常德府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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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府全省政治中心的地位得到确立,为湖南最具政治权势的地区。雍正二年(1724),“抚臣魏廷珍以官名与地不相符咨部

改偏沅为湖南”[15],清廷采纳此议。雍正四年(1726),“湖南省”三字开始连用。乾隆中期,“湖南省”独立为一级行政区成为共

识。在“湖南省”逐渐被接受的过程中,长沙府的湖南省政治中心地位得到认可。同时,长沙府地方宗族势力较为强大,在地方上

的政治话语权较强。长沙府地方势力的壮大,主要由科举带来。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科举时代中,拥有进士、举人等

功名者能够直接与朝廷建立联系,为社会的上层人士,科举世家更是在地方上有着崇高的声望。长沙府拥有科举世家的数量领先

于全省其他府、州,加强了长沙府在湖南的政治权势。行政地位和自身实力,推动着长沙府为湖南地域内的政治权势最强之地。 

衡州府发展迅速,成为湘中南权势中心。衡州府毗邻长沙府,依托长沙府的辐射带动,在雍乾时期发展迅速。进士数量仅次于

长沙府,大幅度领先于全省其他府、州,即是其颇具政治权势的体现。衡州府也是衡永郴桂道的驻扎地,从建制上来看,为湘中南

中心,属于清廷的行政规划。但雍乾时期,衡州府的中心地位还是受到一定的挑战。永州府政治权势较强,既有永州镇总兵驻防,

府内的陈大受、陈辉祖父子先后充任总督,陈大受更是官至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乾隆四十八年(1783),陈辉祖因“王亶望之

案”被赐死,永州府的政治影响力呈下降趋势,与衡州府的差距不断拉大。 

改土归流后,辰州府的湘西中心地位得到巩固。雍正四年(1726),清朝采纳湖广总督傅敏奏请,将保靖、桑植改土归流,永顺

亦自行献土归流。雍正七年(1729),设永顺府,分置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四县。至雍正十三年(1735),“湖南武陵五溪地区大

小 18土司及添平、麻寮 2千户所土千户尽行改土归流”[11]。对于未设土司的苗疆,则于雍正十年(1732)增置永绥厅,与凤凰、乾

州并称为“苗疆三厅”,三厅同属于辰州府。改土归流后,苗、瑶等族编户入籍,直接受清朝管理,地区政治独立性下降,统属驻扎

于辰州府的辰沅永靖道管理。雍乾时期,清廷忌惮苗、瑶民族起义,十分注重驻扎于辰州府的镇筸镇的建设,辰州府成为湘西地区

的政治军事中心。 

常德府实力虽有下滑,但仍旧为湘北中心。湘北的岳州府、常德府、澧州权势较为均衡,三地各有劣势与优势。雍乾时期,岳

州府辖区减小,科举势力减弱,但岳州府发展基础良好、地当要冲,颇受朝廷重视。澧州是从岳州府中划分开来的,属于新设政区,

但由于岳常澧道驻扎于此,澧州亦具备一定优势。雍乾时期,常德府文科举实力下滑严重,但武科举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这一时

段,常德府出现 16名武进士,为全省之最。并且,常德府下辖的桃源县出现了万氏、郭氏两个武举世家。武科举的领先,帮助常德

府在湘北占据较大的优势。同时,节制湖南、湖北两省绿营的湖广提督驻扎于常德府,常德府在全省的军事地位极高,政治地位也

因此而提升。综合而论,常德府在岳常澧三地中更占优势,可以视为湘北中心。 

与文化、政治的发展同步,雍乾时期,湖南人口大增,土地得到大规模的开发与利用,随之而来的是稻谷、茶叶、蓝靛、麻等

农作物产量大增。为了获得货币缴纳赋税和维持生计,湖南农民将农作物转化为商品,自运或由商人转运至市镇进行贸易。农业

商品化的发展,给湖南带来了较多的财富,也使得省内各府、州的经济差距被拉大。乾隆二十二年(1757),谕令“将来只许在广东

收泊交易”[16]后,南北商路十分活跃,湖南市镇的转口功能和聚财能力进一步提升,长沙府等转口贸易兴盛的地区成为境内区域

经济中心。从农业生产和商贸两个方面综合来看,长沙府、衡州府的经济总量领先于全省其他地区,分别充当着整个湖南和湘中

南区域的经济中心;湘北三府(州)各有优势,经济实力相当,在湖南均位于前列,湘北区域也因此无经济中心;宝庆府、永州府、郴

州、桂阳州等湘中、湘中南之地,经济实力逊色于湘北三府(州),但并非落后之地;湘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缺乏有经济实力

之地。湖南已经出现了经济中心,呈现出梯队型经济格局,但因为尚处于农业经济社会中,经济总量的差距并非巨大。湖南的经济

权势还未高度集中于一府(州),具有一定的分散性。 

雍乾时期是湖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湖南省整体发展的进程中,文化、政治、经济等资源在境内各府、州失衡分布

的特点变得明显,差距拉大,地方权势表现出层次分布的态势。省府长沙既有政治地位,又有科举优势和经济优势,权势强于省内

其他府州;湘中南的衡州府发展速度较快,成为了此一区域的中心;湘西普遍落后,出于军事控制的考虑,建置时间较长、地理位置

重要的辰州府权势略高于区域内其他府州;湘北府州经济水平、文教实力均较强,但因常德府的军事意义更重大,故常德府展现出

区域中心的姿态。湖南其他未能成为中心的府州,彼此间也存在着差距,岳州府、永州府、澧州、宝庆府、郴州有一定的优势,其

他府州则是湖南权势最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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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嘉道时期湖南的稳步发展与权势群体的出现 

嘉道时期,清朝国力严重下滑,进入“中衰”。但区域发展与国家发展的轨迹有时并不一致。湖南并未因“嘉道中衰”而出

现倒退情形。相反,湖南经济继续发展,湖湘文化得到复兴,湘籍士人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嘉道时期,湖南商品经济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商贸为区域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作为湖南支柱型产业的米业更加兴盛,米谷市场

得到整合,出现了像易俗河市这样的大米市,“湘南谷豆咸萃于此,乃至下游舟载逆戟来臻,富人建仓,辄储万石,寄屯之息,岁至

万金,县境最大市”[17]。由转口所带来的其他商贸,较之乾隆时期,更加繁荣。各省商人依托同乡情谊团结在商帮中,道光时期更

是以商帮为基础联合成立商业互助合作组织,摆脱无序竞争状态,使商业更为繁盛。以全省商贸最发达的湘潭为例,“潭有客帮,

称为六省者,旧立福善局(本潭、江西、江苏、北省、江南、福建)是也,新立谦吉堂(江西、江苏、江南、北省、广东、福建)是

也”[18]。繁盛的商贸给湘潭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仅“粤之海味、葵扇、槟榔等食用品,以湘潭为一大销场,每年销售不下三百万

(两)”[19]。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州一口通商格局被打破,但长沙府、衡阳府、常德府等转口要地的商贸并未因此迅速衰落。

与此同时,清廷采取措施抑制土地兼并,将原属于苗瑶民众的土地收归国家,通过“屯田”将苗瑶百姓纳入国家经济体系中,苗瑶

地区的原始经济面貌得到很大改善。 

湖南经济的平稳发展,推动着沉寂已久的湖湘文化于道光时期开始复兴。嘉庆时期,主流学术——汉学出现极大弊端,汉学家

重功利轻义理的行为,导致士风凋敝、社会道德日趋败坏,给道光时期的士人带来极大震动。重塑文风,恢复儒家伦理秩序,成为

道光时期士人的共同需求。为此,道光时期儒学出现转向,庙堂之学——理学再次成为主流学术。湖南作为道南正脉之地,在经济

发展势头良好的基础上,自觉承担起宣扬理学的任务。一方面,以唐鉴、欧阳厚均、曾国藩、罗泽南、刘蓉等人为代表的理学群

体,积极宣扬“重义理、尚经世”[20]的学问,培育学生,提携理学同僚。另一方面,陶澍、贺长龄、魏源、邓显鹤等人在坚持理学

本位的前提下,积极搜罗、刊刻以往湖湘文士的著说,注重增强湖湘文化的历史感和凝聚力,宏扬经世致用的湖湘精神。湖湘文化

的自信力和外张力,在道光时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与湖湘文化复兴相互表里,本较为分散的湖南人才在岳麓书院教育优势的催动下,逐渐向长沙府集中。嘉庆年间,岳麓书院山

长袁名曜曾为书院题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直观地展露了岳麓书院的人才厚度。“岳麓系”是湖南人才的主力军,作为一所

省级书院,它不仅带动了省内其他书院的发展,而且地方官学也多受其影响。由于岳麓书院盛名在外,全省学子乐于前来就读,而

受地缘因素影响,岳麓生徒又以长沙府籍为主。 

表 2嘉道时期湖南各府州厅进士分布 

府州朝代 长沙府 衡州府 岳州府 宝庆府 常德府 永州府 郴州 辰州府 澧州 桂阳州 沅州府 

嘉庆 56 16 8 5 5 5 1 3 0 1 2 

道光 77 7 6 8 7 5 3 1 3 1 0 

合计 133 23 14 13 12 10 4 4 3 2 2 

 

从表 2可看出,嘉道时期长沙府共有133 名进士,占全省进士总数的六成多,且进士大多有就读于岳麓书院的经历。嘉庆年间

湖南五名鼎甲进士状元彭浚(衡州府衡山县人)、探花何凌汉(永州府道州人)、探花石承藻(长沙府湘潭县人)、探花胡达源(长沙

府益阳县人)、状元萧锦忠(长沙府茶陵州人)均有就读于岳麓书院的经历。岳麓书院生徒在科举中屡创佳绩,又反作用于岳麓书

院的发展,大批学子更加倾向于前往岳麓书院求学,湖南人才的集中趋势更加明显。嘉道时期,以长沙府为基地,以岳麓书院为纽

带,湖南人才完成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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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嘉道时期的社会危机,湖南士人重拾起古代儒家尊崇道统、以“道”为本的传统,显露出“重道轻势”的群体学术特征。
[21]他们也不再避讳“朋党之论”,反而积极进行交游,先后形成以陶澍、贺长龄为核心和以曾国藩为核心的人才群体。此时期湖

南士人的交往是平等的,不论在朝在野、官位尊卑、长幼齿序,但凡志向相投,即有相见恨晚之感。湖南出现此种士风,与陶澍、

贺长龄这两位嘉道时期士人群体中的领袖人物有极大关系。一方面,陶澍和贺长龄的相知相交,为湖南士人交游提供了范式。陶、

贺二人都受业于岳麓书院,学识、思想有一定的相似性。二人先后中进士,同在京为官,后又同任官江苏。在长期的交往中,世家

出身、兄弟同进士的贺长龄对寒门出身的陶澍未有鄙夷之情,后来官位隆厚的陶澍对名禄稍逊的贺长龄也未有轻视之感,二人成

为莫逆之交,对彼此的学问和人品十分推崇。陶澍曾言:“(贺长龄之言)大有资于身心、政事,时悬座阳,以当箴铭也。”[22]陶、

贺以纯粹之心交友的方式,实际上也是他们和同时代的邓显鹤、何凌汉、蔡用锡、汤鹏等人结交,以及后来曾国藩、左宗棠、胡

林翼、郭嵩焘、刘蓉、罗泽南、江忠源、刘长佑、欧阳兆熊等人相遇相知的缩影。另一方面,陶澍、贺长龄惟德才是论,不拘一

格地同后辈交往,使得湖湘士人更加注重精神交友。陶澍、贺长龄同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等后辈交往时,不以官爵、辈分自

重,善于发现后辈的长处,并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陶澍、贺长龄对左宗棠更是礼待有加;贺长龄给予过曾国藩经济上的帮助,还

时常同曾国藩书信往来,论学讲道,互相启发。同陶澍、贺长龄的交往经历,推动着曾国藩等人大胆地向唐鉴、汤鹏等人求教,并

结成亦师亦友的关系。通过“以学交友”的方式,不仅两大人才群体的成员不断增加,而且两大人才群体建立起深厚的联系,紧密

团结在一起,成为嘉道时期的一股重要力量。 

湖南人才群体还以血亲、姻亲为纽带,强化彼此关系。中国是“家族结构式的社会”,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

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23]例如,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次子欧阳嗣望娶嘉庆四年(1799)进士方应纶(岳州府巴陵县人)次女;长女

嫁李象鹄长子李家骐;次女嫁郑敦允;三女嫁嘉庆十六年(1811)武进士李陆师(长沙府长沙县人)之子李万里。陶澍之女陶瑞姿嫁

周系英三子周贻朴;陶佥姿嫁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彭永思(长沙府长沙县人)子彭申甫;陶嫃姿嫁贺熙龄长子贺珏;陶琇姿嫁胡

林翼;陶璊姿嫁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陈岱霖(长沙府善化县人)长子陈彬绶(陈彬绶后于咸丰六年(1856)中进士);陶琅姿嫁聂

铣敏长子聂有湖;子陶桄娶左宗棠长女左孝瑜。唐鉴之女嫁贺熙龄次子贺瑗。李星沅岳父为郭汪璨,次子李概娶道光二年(1822)

进士汤鹏(长沙府益阳县人)之女;四子李榛与道光九年(1829)进士彭舒萼(长沙府长沙县人)之女定亲,但彭舒萼之女未嫁即卒;

李星沅长女李楣嫁何绍基之子何庆涵,等。由此可见,嘉道时期血亲和姻亲为一些看似毫无瓜葛的湖湘士人建构起了紧密联系,也

使得一些本就熟络的湖湘人士关系更进一步。湖湘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士人已经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其中大部分是长沙府

籍人,这背后隐藏的超强凝聚力不言自明。 

简而言之,嘉道时期,湖南士人在共同的文化追求下,在以孔孟程朱之道来解决中衰危机、稳固“道统”的理想下,由同学、

同乡发展为密友。在朋友关系的基础上,一些士人间还有血亲和姻亲关系。这些关系,使得湖南士人成为一个休戚相关的群体。

因这个群体中既有主政一方的督抚大臣、影响朝政的中枢要员,也有掌握道德话语权的理学家,所以它的社会影响力被极大地放

大,变成一个具有较强权势的群体。这个权势群体带有着深深的“岳麓书院”和“长沙府”两种印记,可以概括为长沙府权势群

体。随着清朝对地方管控力度的下降和国家危机的不断加深,众志成城的长沙府权势群体在全国发挥重大作用只是时间上的问

题。 

四、咸同以降长沙府的“经营天下”与重镇转型 

咸同时期,太平天国起义给湖南士人以极大震动,在卫道的号召下,湖南士人群体以曾国藩为核心,组建湘军。至同治初期,湘

军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绝对主力,湖南在全国的重要性因之与日俱增,长沙府的政治权势也变得极为强盛。同时,咸同时期,清廷

为吸纳钱银挽救统治,倡令各省捐输,并按所捐银两数额扩充各省学额和举人数额。长沙府捐输数量较大,传统科举事业得到进一

步发展。光绪后期,长沙开埠、湘潭成为寄港地,铁门终于被打开,长沙府朝着现代经济重镇转型,在全国的经济实力也逐渐增强。

终咸同光宣四朝共 60年历史,长沙府从一地域性核心地区,发展为湖南乃至全国重镇,又在时代影响下,从传统的政治、文化要地

转型为符合区域发展潮流的综合性重镇。 

咸同时期,清朝内受“起义风潮”影响,外遭欧美国家欺压,统治出现严重危机。为续道统,以曾国藩为首的湖湘士人群体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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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维护清朝统治,成为镇压起义的主要力量。经过十余年的鏖战,湖南完成了“楚境一隅,经营天下”[24]的壮举,在清朝的政治地

位得到大幅度提升。众多湘籍人物亦因战功显赫,官位不断提升。同治二年(1863),张集馨在日记中写道:“楚省风气,近年极旺,

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

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浙江)、刘蓉(陕西)、郭嵩焘(广东),皆楚人也,可谓盛矣。”[25]应强调的是,湘军核心领导人物籍贯

多为长沙府人。上述督抚中,除刘长佑为宝庆府人外,其余皆为长沙府人。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廷有意打压湘军,但为了利用湘

军平定四方,仍给予湘军核心人物以高官。从同治四年(1865)至光绪三年(1877)湘军收复新疆,“除曾国藩、左宗棠出任钦差大

臣外,仍有一大批湘军集团头目出任督抚。总督不计漕、粮两督,共八缺,巡抚十五缺。而他们出任总督,多时六人,少时也有两人,

平均每年三点六人。为巡抚者,多时七人(只一年),少时只三人,平均五点六人”[26]。直至甲午战败,以长沙府人为主的湘军集团

督抚依旧在清廷占有重要地位。除督抚等二品以上的地方文官外,长沙府还有大量品级高的提督、总兵。据光绪《湖南通志·军

功》记载,晚清湖南因军功而获游击以上职衔者达 6319 人之多,其中提督 478 人,总兵 1077 人,副将 1534 人,参将 1464 人,游击

1766 人;长沙府提督 331 人,总兵 750 人,副将 1053 人,参将 906 人,游击 1342 人,合计 4382 人。由文、武二途观之,长沙府籍二

品以上地方高官人数在全国占比高。而在京官层面,郑敦谨、徐树铭、翟鸿禨、张百熙等长沙府籍人物先后位至尚书,长沙府在

中央的影响力也较强。 

随着长沙府政治地位的大幅度提升,长沙府展现出强劲的科举实力。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共开科 24次,取进士6724 人,湖

南 281 人,占全国的 4.2%。而且其中含 5 榜眼、3 探花和 5 传胪,进士质量较之前各时期都大为提高。仔细观察该时期湖南进士

的地域分布状况,湖南科举优势已经完全集中到长沙府。长沙府已经不仅是一个地区性科举中心,也是一个全国性的科举重镇。

长沙府有 159名进士,在全国也能称为领先。在 24科中,长沙府有 4榜眼、2探花、4传胪,表明长沙府的进士质量在全国也位居

前列。长沙府的科举辉煌,主要得益于两点。第一,长沙府学额数量大增、乡试名额增加,科举士子基数扩大。咸丰三年(1853),

为筹措经费镇压太平天国,清廷下令“凡绅士商民捐赀备饷一省至十万两者,准广该省文武乡试中额各一名,一厅州县捐至二千

两者,准广该处文武试学额各一名”
[27]

。此令对于同光时期长沙府科举事业的影响可谓不小,长沙府绅商为扩大学额踊跃捐纳。

长沙府通过捐输增加了 135名生员,遥遥领先于其他府州厅。第二,战争阴霾消退后,湘籍军功新贵或直接“由军转政”成为实力

派,或回湘转做士绅等待选用成为地方势力代表。湘籍实力派主要府籍为长沙府,士绅也以居住于长沙府的数量为最多。他们十

分关注长沙府人才的动态,以经世致用的思想育化长沙府士子,带动着长沙府学风大兴。咸同以降,长沙府成为全国性政治与文化

重镇,相应地也成为全国性的科举强府。 

维新变法时期,随着众多的维新人士进入长沙府,长沙府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活动重镇。湖南先进知识分子如谭嗣同、唐

才常、熊希龄等受他们的思想影响,积极投身维新运动中。谭嗣同等人的活动,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

标及后任徐仁铸等的支持。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宝箴、黄遵宪、谭嗣同以“学堂人师为天下楷模,关系尤重”[28]为由,力邀梁

启超担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大批维新人士因而集聚于长沙府。在湖南官绅和梁启超等外省维新人士的努力下,南学会、

长沙时务学堂等成为重要的宣传阵地,《湘学报》《湘报》等舆论宣传报刊渐次创刊,湖南成为维新运动时期最活跃的省份,省府

长沙成为与北京、上海、天津并重的维新重镇。在此后的清末新政、预备立宪、辛亥革命等事件中,长沙府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政治权势进一步增强。 

在经济层面,甲午战后的湖南亦主动寻变,打出发展实业以救亡图存的旗帜,湖南新式工业体系逐步建立,长沙府成为最大受

益者。王先谦、熊希龄、龙湛霖等士绅倡办,湘抚陈宝箴、俞廉三、赵尔巽、端方支持,一批近代企业在湖南应运而生。这些企

业创办者籍贯和创办地点大部分在长沙府内,湖南近代化重心明显偏向于长沙府。与基本上还处于农业时代的其他湖湘地区相比,

长沙府已率先迈向工业时代。又因开埠通商之机,工业化已初见成效的长沙府逐渐融入近代商贸体系中,成为湖南对外贸易的枢

纽。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人要求在湘潭开埠通商,光绪三十一年(1905),长沙正式开埠。随后,湘潭、常德成为寄港地。随着

洋商势力进入湖南,湖南商贸发生巨大变化。 

表 3长沙、岳州两关进出口贸易值比较(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宣统三年(1911))(海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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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进口值 出口值 

长沙 岳州 长沙 岳州 

光绪二十八年(1902) ——— 499041 ——— 330556 

光绪二十九年(1903) ——— 1520468 ——— 1336581 

光绪三十年(1904) 1988237 1015203 614395 898816 

光绪三十一年(1905) 3587043 147086 1621874 316956 

光绪三十二年(1906) 2864682 174917 1293835 342955 

光绪三十三年(1907) 4203140 501371 2288864 817894 

光绪三十四年(1908) 4520773 378396 3934285 2396486 

宣统元年(1909) 4853871 777575 4890387 1907352 

宣统二年(1910) 5483786 855655 6116110 805970 

宣统三年(1911) 6452501 1195197 9570735 1456325 

 

从表 3可以看出,湖南对外贸易数值巨大,湖南的转口贸易因开埠再度繁荣起来。对外贸易优势从岳州转移到长沙,长沙成为

湖南对外经济交流的主要口岸。咸同光宣时期,整个湖南迎来发展大机遇,凭借“出人意料”的军功,成为清朝版图中最为耀眼的

省份之一。在“边省”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29]的转变过程中,湖南省府长沙府扮演了重要角色。付出终有回报,长沙府逐

渐发展为晚清的政治、文化、经济重镇。 

五、结语 

长沙府的振兴透射出湖南府州县权势转移与集中的历程。纵观清代长沙府的发展史,各类权势资源的转移与集中起着关键作

用。当然,清代长沙府的权势崛起,并非以剥夺湖南其他府级行政区的权势资源,妨碍其他地区发展为代价。实际上,在湖南地方

权势转移至长沙府后,省内其他地区亦不断进步。 

长沙府的振兴,与湖南的崛起同步。顺康时期,随着湖南布政使等官职的设立,湖南在政治、经济上与湖北分治,开始以“省”

的形象亮相于全国。清朝在选择湖南首府时,放弃了岳州府和常德府,刻意打造长沙府,长沙府的行政地位遂高于湖南其他府州。

被确立为湖南省府后,湖南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改变,首先受益的便是长沙府,以至于长沙府在湖南境内“一府独大”。而长沙府

的发展,亦为湖南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可以说“湖南强,则长沙府强;长沙府强,湖南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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